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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重网络、关系能量与绩效：团队层次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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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关系能量对个体与团队绩效具有重要促进作用，但现有研究仍存在两方面不足：

其一，缺乏从社会网络视角探讨关系能量的结构前因；其二，较少在团队层面检验关系能量的

形成与演化机制。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与资源保存理论，本文构建团队层次“多重网络→关系

能量→工作绩效”的结构—资源动态模型，揭示团队层面关系能量在生成与维系过程中的异质

性，并检验团队任务互依性的调节作用。对7家公司的137个团队进行的三轮纵向数据分析发

现：团队多重网络密度能够提升团队关系能量的存量，并进一步提升团队绩效；然而，多重网络

密度会降低团队关系能量的增量，进而减缓团队绩效增长；团队任务互依性能够缓解上述负向

动态效应。整合静态与动态路径，研究揭示了多重网络对团队关系能量的“双刃剑”效应。本文

从结构视角拓展了关系能量理论，丰富了团队层面该理论的动态解释框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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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  引　言

随着工作时间的延长、变化的持续加剧、工作与个人生活间界限的日益模糊、工作量的增加以

及失业风险的上升等，工作要求不断增长，个体在工作场所的能量水平普遍下降。为了应对这

一“能量危机”，学者们提出了关系能量概念。关系能量是指个体在社会互动中体验到的一

种情感能量，主要表现为活力、热情与情绪激活水平（Baker，2019；Owens等，2016），其对员工

的工作绩效、创造力与主观福祉产生积极作用（如Mao等，2022；Tang等，2022；Wang等，2018；
张静等，2024）。然而，尽管现有研究揭示了关系能量的重要功能，其理论解释仍主要停留在个

体与特定互动对象之间的成对关系层面，例如领导行为、客户互动或同事支持对个体关系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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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影响。这种以“单一互动来源”为核心的分析路径，在一定程度上忽视了个体所嵌入的整体社

会结构。社会网络理论指出，组织成员并非孤立地进行互动，而是嵌入多重关系网络之中，个体

行为与心理状态往往受到其所嵌入网络结构特征（如关系密度与多重性）的系统性影响，而非

仅由单一成对关系所决定（Brass，2022；Ertug等，2023；徐伟青等，2011）。忽视网络结构背景，仅

考察单一成对关系，可能难以充分解释关系能量在真实组织情境中的生成机制。此外，现有研

究多从个体层面探讨关系能量的前因与后果，较少从团队整体互动结构出发分析关系能量在

团队层面的形成与演化机制。按照互动仪式链理论的逻辑，多人互动不仅能够激发个体情绪能

量，还可能在重复互动中形成群体层面的情绪氛围与能量场（Collins，2004）。在当今组织情境

中，团队已成为应对复杂任务与不确定环境的基本运作单元，影响团队绩效的往往是团队整体

的能量状态，而非单个成员的能量水平（Ma等，2024）。因此，仅停留在个体或成对层面的分析

框架，难以解释不同团队之间的绩效差异。从团队层面系统考察关系能量的结构前因及绩效后

果，不仅能够回应社会网络理论的结构视角，也有助于弥补关系能量研究在层级拓展上的不

足，从而更好地解释团队绩效差异背后的情感机制。

本文所构建的“团队多重网络→团队关系能量→团队工作绩效”模型，旨在弥补上述两方

面的不足，并为后续系列研究提供基础。多重网络意味着团队成员之间的关系并非纯粹的工作

关系或友谊关系，而是正式和非正式的多重互动关系（Methot等，2016）。正如互动仪式链理论

所揭示的，关系能量并非孤立生成，而是通过成员间的反复互动、社会交换和情绪共鸣所产生，

并在互动网络之中逐步积累（Collins，2004）。因此，基于互动仪式链理论，社会多重网络密度有

助于提升团队关系能量。然而，成功的互动仪式往往会增强成员重复互动与关系维持的倾向，

使网络逐步从阶段性情绪激活演化为高频、常态化的互动模式。当互动进入持续维系阶段时，

其资源成本问题开始显现。根据资源保存理论（Hobfoll，1989），维系社会网络需要成本。互动、

交换和共鸣耗费情感能量。随着时间的推移，维持高密度多重网络所需的情感能量消耗逐渐累

积，从而导致关系能量的增量下降。因此，本研究进一步构建“团队多重网络→团队关系能量变

化→团队绩效变化”的动态模型，并通过三轮纵向调研刻画其动态过程。

再进一步，本研究引入团队任务互依性作为情境因素。一方面，在互依性高的工作团队中，

分工更加明确、交互更加频繁、目标更加聚焦，这有助于激活关系网络中的情绪共鸣与认知联

结，增强关系能量的产生与积累；另一方面，在互依性高的工作团队中，维系高密度多重网络关

系所需的情感能量降低，而回报增加，从而弱化团队社会网络对团队关系能量增长的消极作用。

综上，本研究构建了如图1所示的静态和动态的整合模型，探究团队社会网络对团队关系

能量存量及其变化的影响，进而对团队绩效及其变化的影响，并探究团队任务特征的调节作

用。该模型不仅弥补了现有研究的两大不足，而且试图开启关系能量的结构前因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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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图中和文中T1、T2、T3分别表示在时点1、时点2、时点3测量。

图 1    理论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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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理论基础与研究假设

为了有机整合静态与动态效应，本研究将互动仪式链理论与资源保存理论置于同一“情感

资源循环”框架之下。前者解释个体在高质量互动中如何通过共同关注与情绪共鸣生成情感能

量，后者强调情感能量作为一种心理资源，既需要持续投入以维持，也可能因资源压力而损耗

（Owens等，2016）。互动仪式所生成的能量提高成员重复互动并维系关系结构的倾向，使网络

从短期情绪激活逐步转向常态化高频维系，从而使互动仪式的情绪收益越来越依赖持续的资

源投入。随着维系成本逐渐累积从而超过情绪收益，关系能量的边际收益递减转负。因此，两种

理论共同解释关系能量在“生成—维系—再生成”过程中的动态演化，使高密度多重网络在不

同时间尺度上呈现双重效应：存量增加，但增量减少甚至为负。既有研究更多侧重互动仪式链

视角，强调关系能量的生成机制，而对其在时间维度上的维系成本与资源消耗逻辑关注相对有

限。基于此，本研究构建整合的结构—资源动态模型。

（一）团队多重网络与团队关系能量

关系能量作为互动仪式的直接产出，源于成员之间频率高、同步强的社会互动（Owens等，

2016）。当互动满足身体或注意共处、边界清晰、共同关注焦点与情绪共鸣四个要素时，便能够

激发持续性的情感能量（Collins，2004）。
团队工作中，互动仪式发生在工作交流关系和友谊关系所构成的多重网络之中。多重关系

的叠加大幅提高了成员之间的互动频率与质量。其一，成员不仅在任务执行中频繁沟通与协

作，而且因友谊关系进行频繁的非正式交流，成员常常处于身体共处或者注意互动之中。其二，

多重网络通过紧密的工作与情感联系，天然地界定了团队内部与外部成员之间的边界

（Coleman，1988）。边界清晰有助于构建同质性高、情绪流动性强的互动环境，使情感能量在团

队内部高效聚集。其三，多重网络所涵盖的工作和友谊互动，使得团队成员能够在互动过程中

更自然地形成明确而稳定的“共同关注焦点”。工作交流关系使成员聚焦于共同的任务目标和

工作内容，友谊关系使成员聚焦于共同的情感交流、个人关怀与相互理解。最后，多重关系的叠

加不仅强化了互动过程中“情绪共鸣与感染”的可能性，而且为团队成员形成积极情绪能量创

造了条件。友谊关系为任务互动提供了信任与积极情感基础，增加了团队成员在工作沟通中产

生积极情绪共鸣的可能性；工作交流关系强化了成员之间友谊的紧密性，提升了整体互动质量

（Methot等，2016）。正是这种任务互动与情感互动之间的良性交织，使团队成员更可能在互动

过程中产生一种在互动结束后仍可持续的、积极而充满活力的能量激活状态，即关系能量

（Dutton，2003）。
总而言之，多重网络密度有助于强化团队内的互动仪式，从而促进关系能量的生成。因此，

本研究提出：

假设1a：团队多重网络密度与团队关系能量正相关。

（二）团队多重网络与团队关系能量的变化

当高密度互动从阶段性成功的情绪激活逐步演化为需要持续维护的关系结构时，作用机

制便从情绪唤醒主导转向资源投入与消耗主导。关系能量作为一种心理资源，并非无限生成，

而是在维系过程中伴随投入与消耗。持续的时间占用、情绪调节与认知负荷可能削弱关系能量

的边际增长（Hobfoll，1989）。因此，团队成员为了获取高密度多重网络所带来的情绪价值，必

须不断投入资源以维系这一结构（Methot等，2016）。
首先，维持高密度多重网络的时间投入会影响个体的工作进度，间接导致情感能量的消耗

（王忠军等，2013）。高密度多重网络要求团队成员投入大量时间与其他团队成员进行频繁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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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尽管这种互动有助于加强团队关系的紧密性，但也占用了原本用于完成核心任务的时间资

源。个体每日可支配的时间有限，大量社交互动不可避免地压缩了任务推进的时间安排，进而

导致工作进展受阻或延迟，引发工作焦虑感与无力感，消耗情感能量（Koopman等，2016）。因
此，在高密度社会网络中，时间资源的过度消耗与工作干扰共同加速了个体情感能量的流失。

其次，维系高密度社会网络需要成员根据他人不断调节自身情绪，这会进一步加剧情感能

量的消耗。一方面，成员需频繁调节自身情绪以减少关系冲突或促进关系和谐。为了避免冲突，

成员往往抑制负面情绪（如愤怒、失望）的表达，导致或增加抑郁感和疲劳感（Cameron和
Overall，2018；王忠军等，2013）。为了维持情感一致性，成员需进行情绪扮演，迎合他人的情绪

预期，从而消耗情感能量（Ozcelik，2013）。另一方面，团队关系的紧密性也要求成员对他人情

绪状态保持高度关注。例如，成员需展现同理心关怀，主动感知并回应他人的负面情绪体验

（Grynberg和Konrath，2020），情感共鸣过程常伴随个体自身负面情绪（如悲伤、无助）的激发，

加剧情感能量的消耗（Lin等，2022）。成员在为他人提供情感支持时，也需持续动用自身的情感

资源，可能进一步消耗情感能量（Tran等，2024）。
再者，在高密度网络中，频繁互动不仅带来时间成本，还可能引发社交过载。个体在频繁、

持续的社交互动中感受到过高的社会回应压力与情感投入要求，导致情绪调节资源与认知资

源被过度消耗（Ali等，2022）。当个体需要持续回应他人的情感需求、维持互动频率并承担关系

维系责任时，其主观负担感显著上升，继而削弱其积极情绪体验与心理活力水平（Ali等，2022；
Maier等，2015）。换言之，社交互动在达到一定阈值之后，不再单纯产生情绪共鸣，而可能转化

为心理压力源，从而抑制情感能量的持续生成。

最后，高密度多重网络还可能通过引发认知疲劳来削弱关系能量的持续增长。个体在

长期高强度信息加工与社会角色调节过程中，认知控制资源被持续占用而产生心理耗竭

（Ackerman，2011）。当团队成员处于高密度多重网络之中时，他们不仅需要处理频繁的互动信

息，还需在工作关系与友谊关系等多重角色之间不断切换，并持续监控自身行为是否符合不同

情境的角色规范（Methot等，2016）。这种持续的注意力分配、角色转换与社会信息加工，显著增

加执行控制系统的负荷。当认知资源被过度消耗时，个体维持积极情绪唤醒与心理活力的能力

随之下降，从而削弱关系能量的积累与增长（Ackerman，2011）。换言之，多重网络中的高频互

动并不必然持续转化为情感增益，反而可能在认知负荷累积的过程中转化为心理疲劳，进而抑

制团队关系能量的动态提升。

需要指出的是，静态促进效应与动态抑制效应并不矛盾。前者反映的是互动仪式在短期内

所产生的情绪激活效应，后者则体现了资源维系成本在时间维度上的累积。当互动收益高于维

系成本时，关系能量得以提升；当维系成本逐渐超过情绪回报时，其边际收益递减甚至为负。因

此，同一网络结构在不同时间尺度上呈现出的双重效应，体现了情绪收益与维系成本之间的动

态平衡。

基于以上推导，本研究提出：

假设1b：团队多重网络密度与团队关系能量的变化负相关，即团队多重网络密度负向影响

团队关系能量的增量。

（三）团队关系能量与团队绩效

团队关系能量反映了团队成员在日常互动中所体验到的积极情感能量的总体水平，代表

着一种在团队层面共享的心理资源（Owens等，2016）。作为一种情绪性资源，关系能量不仅为

团队成员提供了充沛的心理动能，还有助于通过强化成员之间的协作意愿，来提升整体团队

绩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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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先，高水平的关系能量为团队成员提供了重要的情绪资源，在面对高强度任务与外部压

力时发挥“心理缓冲垫”作用，有效抵消资源消耗所带来的负面影响（Hobfoll，1989）。团队成员

在感受到较高的关系能量时，通常表现出更强的活力、精力以及情绪激活状态，增强工作投入

与主动性，提升工作专注度与持续性（Owens等，2016），从而推动团队绩效的提升。

其次，高关系能量意味着团队成员在互动过程中不断产生积极的情绪共鸣，并形成稳定的

情绪联结（Collins，2004），从而增强了成员的共同关注与互动协同，提升了团队内部的情感凝

聚力与合作动机，使成员投入更多时间与精力参与团队合作。研究表明，个体在评估互动价值

时，不仅关注信息，也关注情感体验，甚至可能因为避免能量消耗而牺牲信息获取（Baker等，

2003）。
综上所述，高水平的团队关系能量通过提供关键的情绪资源与强化互动协同机制，提升团

队成员的行为表现与协作效率，进而提升团队整体绩效。因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2a：团队关系能量与团队绩效正相关。

结合假设1a和假设2a，本研究进一步提出：

假设3a：团队多重网络密度通过提高团队关系能量对团队绩效产生间接的正向影响。

（四）团队关系能量变化与团队绩效变化

团队关系能量的变化反映了团队内部互动模式、社会情绪资源以及成员协作状态在时间

维度上的动态性。关系能量的持续提升意味着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动质量提高（Collins，2004）。
成员在互动中体验到的积极情绪不断强化，进而增强了彼此之间的情绪连结、信任基础与互惠

行为。这种情感性增强效应不仅优化了成员之间的互动质量，也提升了他们的合作意愿

（Dutton，2003）。
进一步而言，团队关系能量的增强不仅是情绪层面的改善，也是一种关键工作资源的积

累。高水平的情绪资源能够激活个体与团队的内在动能，从而在更长的时间跨度内持续推动团

队绩效的提升（Quinn等，2012）。这种动态积累效应意味着，团队关系能量的增长能够持续提升

团队未来的绩效。因此，本研究提出：

假设2b：团队关系能量的变化与团队绩效的变化正相关。

结合假设1b和假设2b，本研究进一步提出：

假设3b：团队多重网络密度通过负向影响团队关系能量的变化对团队绩效的变化产生间

接的负向影响。

（五）团队任务互依性的调节作用

互动仪式链理论指出，互动只有同时具备四个核心要素，即身体共处、边界清晰、共同关注

焦点与情绪共鸣，才能有效激发和积累情感能量（Collins，2004）。尽管多重网络本身提供了

频繁而多维的互动基础，但其能否有效地激发团队关系能量，取决于是否存在强化这四个要素

的情境。团队任务互依性是指团队成员完成任务时相互依赖和协作的程度（Dean和Snell，1991）。
因此推理，任务互依性是能够强化互动仪式链的核心要素的情境：它促使成员在任务执行过程

中高度依赖彼此的投入、反馈与配合，从而放大了多重网络对关系能量所产生的作用。

首先，高任务互依性强化了“身体共处”与互动同步性。在高度互依的任务结构下，团队成

员必须频繁协作，同步沟通和实时协调（Dean和Snell，1991）。无论是面对面的工作会议，还是

通过即时通信平台进行的信息对接，都需要成员保持高度同步的互动节奏。这种“共处”状态与

多重网络中原有的工作—友谊双通道相叠加，使得情绪能量更容易被激发与积累。其次，高互

依的任务强化了团队边界感知。当团队任务高度互依时，完成目标所需的资源和信息往往内嵌

于团队内部，外部干扰被显著减少（Widianto等，2024）。多重网络中高强度的情感联系与任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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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动共同作用，使团队更容易形成清晰的“我们—他们”边界。这种结构性边界有助于将正向情

绪能量局限于团队内部循环，降低外泄与稀释的风险，从而增强能量生成和积累的效率。再者，

高互依的任务增强了成员对共同关注点的聚焦程度。高度互依的任务结构通常将团队整体目

标分解为彼此关联的子任务，任何子任务的偏差都可能影响整体产出（Dean和Snell，1991）。在
此情境下，团队成员自然会将注意力集中于任务流程的共同进展。最后，高互依的任务增强情

绪共鸣。任务结果的高度耦合使得成员之间的成败体验更为共通，一方的成功可带来集体的积

极情绪反馈，一方的困难亦会引发他人的共情与情感支持（Raveendran等，2020）。在这种机制

下，多重网络所提供的情感支持路径与任务互依性所驱动的绩效联结路径相互作用，形成强烈

的情绪共鸣，进而提升团队关系能量。

综上，本研究提出：

假设4a：团队任务互依性增强团队多重网络密度与团队关系能量间的正向关系，即团队任

务互依性越高，团队多重网络密度对团队关系能量的正向效应越强。

基于资源保存理论，假设1b指出维系高密度的多重网络可能造成情感能量的损耗，从而对

团队关系能量变化产生负向影响。本研究认为，这种负向关系随情境不同而不同。作为一种关

键情境特征，团队任务互依性能够降低维系高密度多重网络的投入，同时增加维系高密度多重

网络的回报，从而缓解多重网络密度对关系能量动态变化的负面作用。

一方面，团队任务互依性能够降低维系高密度多重网络的情感能量投入。首先，在高度互

依的任务结构中，成员之间的高频沟通与协作是达成团队目标的必要条件，而非可有可无的社

会性互动。这意味着，面对面的交流或同步线上的互动被有机地嵌入日常工作流程（Sias等，

2020），成员无需额外投入时间和精力去“经营”或维系社会关系。相较于低任务互依性团队中

成员需额外花费资源维护社交关系，高任务互依性使得互动行为本身具有任务必然性，从而显

著降低了时间资源的额外占用，减少了对工作进展的干扰，减轻了由时间压力引发的情感能量

消耗（Koopman等，2016）。其次，高任务互依性降低了成员在互动中的社交压力与表面情绪管

理需求。在高度互依的团队中，成员的互动以任务需求为主导，交流内容以信息共享、任务协调

为核心，从而降低了通过情绪扮演来迎合他人情感预期的压力（Rico等，2009）。因此，成员在高

互依性情境下能够更加自然地表达真实情绪，减少了情绪抑制与情绪劳动，从而减缓了情感能

量的消耗（Ozcelik，2013）。最后，高任务互依性有助于降低角色冲突和角色模糊对情感能量

的侵蚀。在多重网络中，成员通常需要在朋友与同事等多重角色之间频繁切换，这容易引发角

色期待冲突（Methot等，2016）。然而，在高任务互依性的团队中，成员在互动时主要以“协作伙伴”
这一清晰的工作角色身份进行沟通与配合，角色定位更加聚焦和明确（Wong等，2007）。这种角

色清晰有效降低了由身份冲突、角色混淆所引发的情绪困扰与情感能量消耗（Reichl等，2014）。
另一方面，在高任务互依性的情境下，高密度多重网络能够带来更高的资源回报。当资源

投入无法获得预期回报时，个体会产生资源损耗预期（Hobfoll，1989）。由于成员在紧密协作中

能够及时获得工作支持、信息帮助与情绪补偿，高密度网络所产生的收益变得更加明显和可预

期（De Clercq，2019）。积极的收益预期有助于成员将与他人频繁互动的投入视为有价值的情

感能量投资，而非单纯的情感能量流失（Hobfoll，1989）。相反，在低任务互依性团队中，成员之

间的互动更多被视为关系负担而非任务助力，因此高密度多重网络更容易加剧情感能量的损

耗预期。

综上，本研究提出：

假设4b：团队任务互依性减弱团队多重网络密度与团队关系能量变化之间的负向关系，即

团队任务互依性越高，高密度多重网络对关系能量增量的负效应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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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整合这些关系，本研究提出一个有调节的间接效应模型，表述为假设5a和5b。
假设5a：团队任务互依性调节团队多重网络密度通过团队关系能量影响团队绩效的间接

作用，即团队任务互依性越高，团队多重网络密度通过提高团队关系能量而提高团队绩效的正

向效应越强。

假设5b：团队任务互依性调节团队多重网络密度通过团队关系能量变化影响团队绩效变

化的间接作用，即团队任务互依性越高，团队多重网络密度通过团队关系能量变化影响团队绩

效变化的负向效应越弱。

 三、  研究方法

（一）研究对象与调研程序

首先，借助G*Power 3.1软件（Faul等，2009），设定效应量（f 2=0.15）、显著性水平（α=0.05）
以及预测变量个数（n=13），计算得出为达到80%的统计功效，本研究至少需要131个团队作为

样本。本研究对中国7家科技企业158个团队的698名成员和158名团队领导进行问卷调研。为提

高问卷回收率，在正式调研开始前，研究者首先与公司的高层管理者进行沟通，在他们的同意

下，与人力资源经理进行沟通，了解组织结构，讨论调研时间和方法，确定调研名单。最终参与

调研的团队涉及多种职能，包括销售、研发、生产、采购等。然后，作者在人力资源部门的帮助下

开展三轮调研，每轮间隔一个月左右。在时点1，领导报告团队任务互依性，并评价团队绩效；下

属和领导一起报告团队内部工作交流网络、友谊网络和关系能量网络，以及人口学特征。在时

点2，下属报告团队知识分享和团队互助规范，下属和领导均报告团队内部关系能量网络。在时

点3，团队领导再次评价团队绩效。

在时点1，本研究回收了689份员工问卷和154份团队领导问卷，回收率分别为99%和97%。

时点2回收了682份下属问卷和154份领导问卷，回收率分别为98%和97%。时点3，共有152名领

导评价团队绩效，回收率为96%。研究者对每个参与者事先编号，通过编号匹配三轮问卷。匹配

后，共152个团队的152名团队领导和655名成员完成三轮调研。为了避免团队成员变动而导致

团队网络数据的变化，本研究剔除了第一轮和第二轮团队参与率低于100%的团队，共15个团

队（包含15名领导和63名成员的数据）。为了避免数据损失量过大，研究者没有剔除第三轮调研

时有员工离职的团队。在稳健性检验中，当剔除掉这些团队后，本研究的结果没有发生显著变

化。相关资料已上传至OSF开放科学平台（https://osf.io/bx7c2/?view_only=80f51930441a
4b51942079240256e7a9）。

7家企业的137个团队构成最终的有效样本，包含137名团队领导和592名团队成员。在最终

的成员样本中，72.64%年龄在26到40岁之间，90.37%为男性，98.65%具备大专及以上学历，

66.22%的公司任期为1~6年，70.44%的团队任期为1~6年。在最终的团队领导样本中，91.98%年

龄在31到45岁之间，97.08%为男性，100%具有大专及以上学历，75.92%的公司任期不少于6年，

62.05%的团队任期不少于6年。为了检验样本的损耗效应，本研究将最终样本与时点1回收

的样本进行了T检验分析。结果表明，团队成员的年龄（ t(687)=−1.71，p=0.088）、性别

（t(687)=−0.21，p=0.834）、教育程度（t(687)=−0.43，p=0.665）、公司任期（t(687)=−1.78，p=0.076）
以及团队任期（t(687)=−0.90，p=0.370）在两者间均无显著差异。团队领导的年龄（t(152)=−0.23，
p=0.822）、性别（ t(152)=0.71，p=0.479）、教育程度（ t(152)=0.16，p=0.875）、公司任期

（t(152)=0.38，p=0.706）以及团队任期（t(152)=0.39，p=0.700）在两者间也均无显著差异。

（二）测量

本研究所采用的均为成熟量表，并通过“翻译—回译”过程确认中文量表与原始英文量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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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一致性。

团队多重网络密度（T1，团队领导和成员共同报告）。为了考察正式和非正式关系的综合

影响，本研究将团队内部工作交流网络和友谊网络叠加成一个多重网络（Methot等，2016）。具
体测量时，每个团队成员评价与团队其他成员（含团队领导）的工作交流频率和友善行为（如

帮助、善意、友好、称赞等）的频率，评分从1到5表示从“没有或很少”到“频繁，每天几次以上”
（Jia等，2014；蔡亚华等，2013）。随后，将得分二分化处理：4~5分编码为1（存在关系），1~3分编

码为0（不存在关系）。参考Clarke等人（2022）的做法，本研究针对二分化数据定义多重关系：仅

当两名成员之间同时存在工作交流关系和友谊关系（均为1）时，认定存在多重关系（编码为1）；
否则认定不存在（编码为0）。最后，采用UCINET6软件计算团队多重网络密度，即实际存在的

多重关系数量除以所有可能关系数量（Borgatti等，2002）。密度值介于0（无任何多重关系）至

1（所有成员之间均存在多重关系）之间。

团队任务互依性（T1，领导报告）。团队任务互依性采用Dean和Snell（1991）的量表，共五个

条目，如“在本团队，依赖于员工之间的合作才能成功的情况有多少？”问卷采用6点李克特量

表，从1到6表示从“非常少量”到“非常大量”。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信度系数为0.83。
团队关系能量（T1和T2，团队领导和成员共同报告）。本研究采用轮流互评（round-robin）测

量方法，邀请每名团队成员对团队内每一名其他成员分别进行评价。具体题项为“与该同事互

动时，我觉得自己精力更充沛”，采用6点李克特量表，从1到6表示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

意”。该题项选自Owens等（2016）关系能量量表中因子载荷最高的条目。之所以采用单条目测

量，主要是因为在轮流互评设计下，成员需对团队内所有对象逐一评价，为避免问卷填答疲劳

并保证数据质量，采用单条目测量人际能量感知是一种较为常见的做法（如Gerbasi等，2015；
Grosser等，2023）。本研究所测量的是成员与每一位同事之间的人际关系能量感知，而非对团

队整体的总体评价。此外，为验证单条目测量的稳健性，本研究在补充样本（59个团队）中采用

Owens等（2016）的完整五条目量表进行测量，五条目的信度系数为0.96。本研究所采用条目的

得分与五条目平均得分之间的相关系数为0.95，表明此单条目测量具有较高的信效度。

在此基础上，本研究将成员间的关系能量评价构建为团队关系能量网络，并通过计算网络

密度将其操作化为团队层面的关系能量水平。这种通过人际互动评价构建关系网络，并采用网

络密度指标刻画团队层面整体关系特征的做法，在社会网络研究中已有成熟先例。例如，

Carson等（2007）通过成员互评领导行为构建共享领导网络，并以网络密度作为团队共享领导

水平的指标；Janardhanan等（2020）通过成员互评相互理解程度构建团队理解网络，并采用密度

指标表征团队层面的相互理解水平。因此，本研究沿用此逻辑，将成员间关系能量评价通过网

络密度算法进行聚合，构成团队关系能量的得分。具体而言，利用UCINET6软件，将所有成员

间关系能量得分加总，并除以团队内所有可能关系的数量（Borgatti等，2002）。因此，团队关系

能量的取值范围为1（所有成员回答1）到6（所有成员回答6）。
尽管团队关系能量最终以网络密度形式呈现，考虑到其基础数据来源于成员个体评价，本

研究仍然报告了相关聚合指标以增强测量的严谨性。结果显示：时点1团队关系能量的ICC1为
0.10，ICC2为0.74，rwg中位数为0.84；时点2团队关系能量的ICC1为0.17，ICC2为0.84，组内一致

性rwg中位数为0.84。上述结果表明成员评价具有良好的组内一致性与组间区分度，支持将人际

层面的关系能量评价聚合到团队层面（Woehr等，2015）。
团队绩效（T1和T3，团队领导报告）。团队绩效采用Kirkman和Rosen（1999）的六条目量表，

涉及团队工作的目标完成情况、响应速度以及工作质量，如“团队能够实现甚至超额完成它的

目标”。问卷采用6点李克特量表，从1到6表示从“完全不同意”到“完全同意”。在本研究中，该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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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信度系数在T1为0.91，在T3为0.96。
本研究采用潜变化分数模型（latent change score modeling，LCS）（McArdle，2009）捕捉同

一变量在两个时点的真实差异，该方法有效克服了传统相减法的诸多局限（Li等，2018）。为明

确团队关系能量变化与团队绩效变化的时序关系，采用差异化时间框架：团队关系能量变化基

于时点1与2的评估数据，团队绩效的变化基于时点1与3的评估数据。

控制变量。本研究控制了多个可能影响团队社会网络结构、团队关系能量以及团队绩效的

因素。首先，本研究控制了团队规模，即团队成员数。其次，为了控制团队成员特征的异质性对

网络结构可能产生的影响，本研究控制了团队成员（包括领导）在年龄、性别、教育水平、公司任

期和团队任期上的多样性。年龄被划分为九个类别，从1（小于等于25岁）到9（大于60岁），每个

类别间隔5岁。性别为二分变量，0为女性，1为男性。教育水平划分为六个等级，分别对应初中及

以下、中专或高中、大专、本科、硕士和博士。公司任期和团队任期均划分为五个类别，从1（小于

1年）到5（9年以上），每个类别间隔3年。由于这些变量采用分类方式进行测量，本研究采用布劳

指数（Blau Index）计算多样性水平，即1减去各类别成员比例平方和。此外，本研究还控制了两

项与社会网络密度及团队绩效密切相关的机制性变量，即团队知识分享与团队互助规范。团队

知识分享采用Faraj和Sproull（2000）的四条目量表进行测量，信度系数为0.98。团队互助规范采

用Van der Vegt等（2006）的五条目量表进行测量，信度系数为0.96。团队成员评分在平均之后

聚合到团队层面，相关指标验证了聚合的合理性：团队知识分享的ICC1为0.08，ICC2为0.28，组
内一致性rwg中位数为0.95；团队互助规范的ICC1为0.10，ICC2为0.33，rwg中位数为0.95。最后，为

检验研究结果的稳健性，本研究在剔除所有控制变量，或者未控制团队知识分享与团队互助规

范的情况下重复进行模型检验。两种稳健性分析的结果均表明，除假设4a与假设5a未获得支持

外，其余假设均得到支持。该结果与纳入控制变量后的分析结论保持一致，表明本研究的主要

结论是稳健的。具体的分析结果已上传至https://osf.io/bx7c2/?view_only=80f51930441a
4b51942079240256e7a9。

 四、  研究结果

（一）验证性因子分析

本研究检验了通过量表测量的变量之间的区分效度，使用的软件是Mplus 8.3，分析结果

见表1。结果表明，5因子基线模型与原始数据最为匹配（χ2=1 098.52，df=288；RMSEA=0.07；
CFI=0.95；TLI=0.94；SRMR=0.04），显示本研究的5个变量之间具有良好的区分效度。
 
 

表 1    验证性因子分析

模型 χ2 df χ2/ df Δχ2（Δdf） CFI TLI RMSEA SRMR
基线模型：5因子模型 1 098.52 288 3.81 — 0.95 0.94 0.07 0.04
（1）4因子模型：TP1+TI 3 379.59 292 11.57 2 281.07（4）*** 0.80 0.78 0.13 0.17
（2）4因子模型：TP1+TP3 2 834.24 292 9.71 1 735.72（4）*** 0.84 0.82 0.12 0.11
（3）4因子模型：TKS+THN 2 966.24 292 10.16 1 867.72（4）*** 0.83 0.81 0.12 0.06

（4）3因子模型：TP1+TI+TP3 3 842.55 295 13.03 2 744.03（7）*** 0.77 0.75 0.14 0.13
（5）单因子模型：合并所有变量 9 406.47 298 31.57 8 307.95（10）*** 0.42 0.36 0.23 0.24

　　注：TP1=团队绩效（T1）；TI=团队任务互依性；TKS=团队知识分享；THN=团队互助规范；TP3=团队
绩效（T3）。“+”代表变量合并。
 

（二）描述性统计

表2反映了各变量的均值、标准差、相关系数以及变量的信度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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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假设检验

在进行假设检验之前，本研究使用Mplus 8.3软件进行了潜均值结构分析（latent mean
structure analysis）（Li等，2018），评估团队关系能量和团队绩效是否存在有意义的变化。与预期

一致，结果显示：团队关系能量从时点1到时点2呈现负向变化（ΔM=−0.10，SD=0.05，p=0.038），
团队绩效从时点1到时点3同样显著下降（ΔM=−0.22，SD=0.06，p<0.001）。

本研究将团队关系能量和团队绩效的潜变量变化分数纳入路径分析模型之中。本研究的

137个团队嵌套在7家公司，分析发现，团队多重网络密度（F(6)=2.30，p=0.039）、团队关系能量

的变化（F(6)=4.16，p<0.001）以及团队绩效的变化（F(6)=11.50，p<0.001）在不同公司之间存在

显著差异，表明团队层面观察值之间可能缺乏独立性。根据Muthén和Muthén（2017）的建议，本

研究使用夹心方差估计法（sandwich estimator），控制由公司层次的整群抽样而导致的团队层

次观察值的低独立性，从而得到系数的稳健标准误（Li等，2018）。最后，本文根据Edwards和
Lambert（2007）提供的路径分析方法检验被调节的中介效应，并采用20 000次重复的蒙特卡罗

方法估计中介效应的置信区间（Preacher等，2010）。相关路径的参数估计见表3。
 
 

表 3    路径分析结果

变量

模型1 模型2 模型3 模型4
团队关系能

量（T2）
团队关系能量
变化（T1−T2）

团队绩效
（T3）

团队绩效变
化（T1−T3）

B SE B SE B SE B SE
截距项 5.26*** 0.06 −2.53*** 0.05 1.97*** 0.35 −2.39* 1.13

团队规模（T1） 0.01 0.01 0.01 0.01 0.04 0.03 0.00 0.03
年龄多样性（T1） −0.04 0.18 0.24 0.24 −0.11 0.30 −0.31 0.42
性别多样性（T1） −0.05 0.27 0.14 0.23 0.81* 0.38 0.47 0.46

教育水平多样性（T1） 0.29* 0.13 0.20 0.15 −0.14 0.33 −0.49 0.30
团队任期多样性（T1） −0.39 0.41 0.04 0.31 −1.41** 0.43 −0.64* 0.28
公司任期多样性（T1） 0.28 0.39 0.07 0.26 0.70 0.73 −0.01 0.52

团队多重网络密度（T1） 0.36** 0.12 −0.27** 0.10 −0.23 0.14 −0.44 0.27
团队任务互依性（T1） 0.06** 0.02 0.05 0.04 0.05 0.08 0.06 0.07

团队多重网络密度（T1）×
团队任务互依性（T1） 0.13 0.15 0.26** 0.10 0.28 0.30 0.04 0.27

团队知识分享（T2） −0.16 0.12 −0.42** 0.12
团队互助规范（T2） 0.29 0.18 0.36* 0.14
团队关系能量（T2） 0.55*** 0.14 0.25 0.23

团队关系能量变化（T1−T2） 0.13 0.24 0.38** 0.14
R方 0.10 0.06 0.09 0.05 0.32** 0.10 0.23* 0.09

　　注：N=137；*p<0.05，**p<0.01，***p<0.001；T1=时点1，T2=时点2，T3=时点3；B=非标准化回归系数，
SE=标准误；在本路径模型中，团队知识分享（T2）、团队互助规范（T2）作为中介变量以控制潜在替代性
解释。限于篇幅，其他稳健性分析结果上传至https://osf.io/bx7c2/?view_only=80f51930441a4b5194207924
0256e7a9。
 

假设1a和假设1b分别提出团队多重网络密度与团队关系能量正相关，与团队关系能量变

化负相关。表3的模型1显示，团队多重网络密度对团队关系能量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

（B=0.36，SE=0.12，p=0.002）；模型2显示，团队多重网络密度对团队关系能量变化的回归系数

为负且显著（B=−0.27，SE=0.10，p=0.009）。因此假设1a和1b得到支持。

假设2a提出团队关系能量与团队绩效正相关，假设2b提出团队关系能量变化与团队绩效

变化正相关。表3的模型3表明，团队关系能量对团队绩效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B=0.55，
SE=0.14，p<0.001）；模型4表明，团队关系能量变化对团队绩效变化的回归系数也为正且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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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0.38，SE=0.14，p=0.006）。假设2a和2b得到支持。

假设3a和3b提出团队多重网络密度通过团队关系能量和团队关系能量变化分别间接影响

团队绩效及其变化。研究者通过蒙特卡罗方法检验间接效应。通过20 000次的重复抽样，结果

表明团队多重网络密度通过团队关系能量对团队绩效的间接效应量为0.20（95%CI=[0.05，
0.41]），通过团队关系能量变化对团队绩效变化的间接效应量为−0.10（95%CI=[−0.24，
−0.01]），95%置信区间均不包含0。因此，假设3a和3b均成立。

假设4a提出团队任务互依性增强团队

多重网络密度与团队关系能量的正向关

系。表3的模型1表明，团队多重网络密度与

团队任务互依性的交互项对团队关系能量

的回归系数虽然为正但不显著（B=0.13，
SE=0.15，p=0.391），假设4a没有得到支持。

假设4b提出团队任务互依性会弱化团队多

重网络密度与团队关系能量变化的负向关

系。表3的模型2显示，团队多重网络密度与

团队任务互依性的交互项对团队关系能量

变化的回归系数为正且显著（B=0.26，SE=
0.10，p=0.009）。如图2所示，在低团队任务互依性下（−1 SD），团队多重网络密度与团队关系能

量变化显著负相关（B=−0.50，SE=0.18，p=0.006）；而在高团队任务互依性下（+1 SD），两者的

关系为负但不显著（B=−0.04，SE=0.05，p=0.475），且与低团队任务互依性下的斜率差异显著

（B=0.46，SE=0.17，p=0.009）。因此，假设4b成立。

假设5a提出团队任务互依性调节团队多重网络密度通过团队关系能量对团队绩效的间接

效应。由于团队任务互依性对团队多重网络密度与团队关系能量之间关系的调节效应不显著，

所以假设5a没有得到支持。最后，假设5b提出团队任务互依性调节团队多重网络密度通过团队

关系能量变化对团队绩效变化的间接效应。当团队任务互依性低时（−1 SD），团队多重网络密

度通过团队关系能量变化对团队绩效变化的间接效应量为−0.19，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0.46，−0.02]）；当团队任务互依性高时（+1 SD），间接效应量为−0.02，95%置信区间包含

0（[−0.06，0.03]）；两个间接效应间存在显著差异，效应量的差值为0.17，95%置信区间不包含

0（[0.02，0.44]）。因此，团队任务互依性弱化了团队多重网络密度通过团队关系能量变化对团

队绩效变化的负向间接效应，假设5b得到支持。

 五、  讨　论

本研究整合互动仪式链理论（Collins，2004）与资源保存理论（Hobfoll，1989），考察了团队

多重网络密度对团队关系能量的静态与动态影响，及其对团队绩效及其变化的间接效应。分析

结果表明，团队多重网络密度在静态层面能够显著提升团队关系能量，并进一步促进团队绩效

的提升。然而，从动态视角来看，团队多重网络密度对团队关系能量的变化产生负向影响，进而

抑制团队绩效的增长，揭示出高密度多重关系网络可能带来的情感性成本与边际收益递减效

应。进一步分析表明，在团队任务互依性较低的情况下，团队多重网络密度通过团队关系能量

变化负向影响团队绩效变化的效应更强。

值得注意的是，尽管理论上预期团队任务互依性将强化多重网络密度与团队关系能量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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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2    团队任务互依性在团队多重网络密度与团队关

系能量变化之间关系中的调节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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间的静态正向关系，但该假设未获得支持。这一结果表明，高任务互依性未必必然增强情绪共

鸣机制。相较于促进情绪同步与情感投入，高任务互依性更可能强化任务导向型互动与角色协

调，其互动过程具有更强的工具性与规范性特征。因此，任务互依性可能有助于降低关系维系

的情绪成本从而缓冲动态负效应，但未必增强关系能量的初始生成机制。这一结果区分了结构

性接触频率与情绪共鸣质量，并界定了互动仪式链理论在团队情境中的适用边界。

（一）理论启示

首先，本研究拓展了关系能量的文献。自关系能量这一概念提出以来，学术界对其展现出

浓厚的兴趣。大量研究聚焦于个体层次，探讨关系能量的前因，如领导谦逊（Wang等，2018）、包
容型领导（Iqbal等，2025）、领导正念（张静等，2024）、来自客户的感激（Tang等，2022），以及后

果，如个体工作绩效（Wang等，2018）、福祉（Tang等，2022；张静等，2024）、工作行为（Iqbal等，

2025），但少有研究从团队层次考察关系能量的前因和后果，或是从社会网络视角探讨关系能

量的前因。关系能量天然地具有互动性、群体性特征，这种忽视无论是对理论发展还是对实践

指导都构成了很大缺陷。本研究在团队层面构建关系能量的结构前因与绩效结果的理论模型，

并实证检验所构建的模型，极大地拓展和丰富了关系能量文献。

其次，现有研究多采用静态视角，忽视关系能量在时间维度上的动态演变。本研究引入动

态视角，拓展了人们对于人际互动与关系能量之间关系的理解。以往静态研究普遍认为人际互

动越频繁，关系能量越高（Dutton，2003；Owens等，2016），本研究却发现，高密度的人际互动

抑制关系能量的增长，甚至产生负向效应；并且团队关系能量的变化影响团队绩效的变化。这

不仅丰富了关系能量理论，也回应了在团队层面开展更多动态研究的呼吁（Matusik等，2021；
葛宝山等，2012）。

再者，本研究丰富并拓展了关于多重网络的研究。虽然工作关系与友谊关系共同构成的多

重网络在组织情境中非常普遍（Ertug等，2023），但是现有文献主要聚焦于个体层面，考察网络

节点在多重网络中的结构特征如何影响个体行为与绩效表现。例如，Methot等（2016）发现，个

体所拥有的多重网络规模对工作绩效产生双重影响；Clarke等（2022）指出，领导者在融合建议

关系与友谊关系的多重网络中处于中心位置，能显著提升其所领导团队的长期绩效。本研究从

网络整体结构特征出发，探讨团队多重网络密度对团队关系能量及团队绩效的静态与动态影

响。因此，本研究在层次与理论视角上都具有重要拓展。一方面，将多重网络的考察从个体层面

推进至团队层面；另一方面，通过整合静态与动态视角，揭示多重网络可能同时蕴含促进与抑

制团队功能的双重效应。

最后，本研究也对更广泛的团队社会网络密度研究作出了贡献。其一，本研究拓展了团队

社会网络密度影响团队绩效的理论机制。既有研究主要从知识与行为整合的视角出发，认为高

密度的社会网络结构有助于信息与资源的高效交换与共享，从而促进知识整合（如知识分享，

蔡亚华等，2013）以及行为协调（如团队互助规范，Chiu等，2022），进而提升团队绩效。在控制上

述机制后，本研究进一步揭示，高密度的多重网络结构还可以通过增强团队关系能量这一情感

性机制，间接提升团队绩效。因此，本研究在既有认知和行为机制之外，提出了崭新的情感机

制，丰富了团队社会网络对团队绩效影响的理论图谱。其二，本研究引入动态视角，进一步揭示

了“高密度网络陷阱”的情感性后果。已有研究指出，高密度网络虽然有利于合作与整合，但是

也可能导致信息冗余，从而抑制团队中的建设性冲突与认知多样性，最终有损团队功能

（Oh等，2004；Shah等，2006）。本研究发现，团队多重网络的密度水平与团队关系能量的变化负

相关。这说明在动态过程中，高密度网络结构会带来情感成本，从而限制关系能量的持续增长。

这一发现从动态视角揭示了高密度网络在情感维度上的潜在代价，加深了对“高密度网络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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阱”的理解。其三，本研究丰富了团队社会网络密度影响团队绩效的边界条件。现有研究发现，

团队建设性冲突水平（Shah等，2006）和任务复杂性（Jia等，2014）等因素均可调节网络密度对

绩效的影响，表明该关系具有情境依赖性。本研究进一步提出并初步检验了团队任务互依性作

为调节变量的作用，发现其能够弱化团队多重网络密度对团队关系能量变化的负向影响。这一

发现表明，在任务高度互依的情境中，成员之间的互动更具有功能性与任务导向性，可以缓解

因互动过密而产生的情感能量损耗，从而降低密集网络的情感成本。

（二）实践启示

除了上述理论意义，本研究还为团队能量管理实践提供了具体指导。研究表明，高密度的

多重网络有助于提升团队关系能量和绩效，但也可能导致关系能量的边际递减，甚至情绪耗

竭。因此，管理者在设计团队互动结构时，应控制互动频率与情感负荷。管理者可以通过设

定合理的互动频率，定期评估团队成员之间的互动密度，避免成员之间的互动过于频繁而导致

情感消耗。同时，在关键时间节点（如节假日或项目高峰期后）主动设置“社交暂停期”，减少集

体活动与非必要互动，为成员提供情感恢复空间，从而降低高密度网络带来的持续性负荷

（王忠军等，2013）。
此外，团队任务互依性能够缓解高密度网络的负面效应，因为任务高度互依的团队更容易

将密集的互动转化为任务协作，从而提升互动的功能性并降低情感消耗。基于这一发现，组织

在推动团队协作时，应根据任务特征动态调整社交结构。当任务需要高度协调与信息共享时，

密集互动有助于提升协作效率；而当任务互依性较低时，则应减少非任务导向的互动安排，避

免因过度连接而产生额外的能量损耗。

（三）研究局限与未来展望

第一，本研究使用问卷调研方法，因此无法就变量间的因果关系进行严格推断。未来的研

究可以考虑开展实验研究或者准实验研究。第二，在测量上，本研究采用轮流互评方法刻画团

队关系能量网络，使用了Owens等（2016）量表中的最高因子载荷条目对成员间关系能量进行

评价。虽然补充样本分析显示该单条目与完整五条目量表之间具有高度相关性（r=0.95），但单

条目测量在构念覆盖广度与内部一致性检验方面仍存在一定局限。未来研究可以考虑改进测

量方法。第三，本研究采用密度这一最常用的网络结构指标来刻画团队关系能量（Park等，

2020）。未来研究可考察关系能量网络的其他结构指标，例如关系能量集中度——指关系能量

是否集中于少数成员而非分布于整个团队（Park等，2020）——及其对团队协作效率与整体功

能的潜在影响。第四，本研究主要关注团队内部多重网络密度对团队关系能量的影响。然而，团

队的外部网络结构以及通过外部联系获取的资源同样可能对团队绩效产生重要作用（Oh等，

2004；徐伟青等，2011）。因此，后续研究可进一步探讨团队成员在外部多重网络中的结构特征，

或综合考察内外部多重网络构型对团队关系能量生成与积累的影响。第五，本研究主要检验了

团队多重网络密度与关系能量对团队绩效的影响，后续研究可以考察对其他团队结果的影响，

例如团队韧性水平（Stoverink等，2020）。还可以采用跨层模型，考察它们对个体态度、行为或者

绩效的影响（彭伟和李慧，2018）。第六，针对本研究中任务互依性调节效应的复杂表现，未来研

究可结合质性分析方法，深入探讨任务互依性如何影响情绪共鸣与关系能量生成机制。最后，

本研究虽采用三阶段时间间隔设计以刻画动态变化，但时间跨度仍相对有限，仅主要反映短期

变化情况。虽然关系能量作为情绪性资源具有即时性特征，但是团队绩效改善可能需要更长时

间的积累。未来研究可通过更长周期的纵向追踪设计，进一步检验关系能量变化对团队绩效长

期演化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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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Relational energy plays a critical role in enhancing both individual and team
performance. However, prior research has largely overlooked the structural antecedents of relational
energy from a social network perspective and has seldom examined its formation and evolution at the
team level. Drawing on the interaction ritual chain theory and the conservation of resources theory, this
paper develops a team-level structure–resource dynamic model linking multiplex networks, relationa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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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nergy, and performance. Specifically, it theorizes that relational energy operates through dual
mechanisms across its generation and maintenance stages and examines the moderating role of team task
interdependence. Using three-wave longitudinal data from 137 teams across seven companies, the study
finds that multiplex network density enhances the stock of relational energy and further promotes team
performance; while it suppresses the increment of relational energy, thereby constraining the growth of
team performance. Team task interdependence mitigates this negative dynamic effect. By integrating
static and dynamic paths, this paper reveals the double-edged nature of multiplex networks for relational
energy. It advances the relational energy theory by introducing a structural perspective and enriches the
dynamic explanatory framework of this theory at the team level.

Key words:  multiplex networks;  relational energy;  team task interdependence;  team performance; 
dynamic effec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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